
就业质量、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获得感

[摘    要] 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城市社会体系中的弱势群体，经济、

政治、文化获得感亟待提高。借鉴人口迁移等理论和农民工获得感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农民工获

得感假设模型。基于广州、长沙、贵阳三地428份样本数据，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法实证分析农民工

获得感及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后表明：5分制自我评价下，农民工的获得感均值为3.24分，提升空间

很大；“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能较好地表征农民工的获得感，三者均对农民工的获得感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强度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就业质量、社会资本均对农民工获得感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632和0.507，就业质量的影响强度高于社会资本。据此，应着力提升农民工

就业质量，加大农民工社会资本培育力度，发挥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物质支持作用和社会动

员优势，用好官方公益机构的组织优势，并激发农民工自身动力，有效提升农民工群体各方面获得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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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改革要让群众有

更多的获得感”之后，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和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多次强调，要“使人民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可见，不断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优先选项。从实践来看，各级政府近些年来将民生改善

摆在极为突出的位置，相继推出了系列改革举措，实施了诸多“德政工程”和“民生工程”，目的在于将

经济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通过适当的方式转化为国民更高程度的获得感。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6亿，接近适龄劳动人口的1/3。众所周知，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

体，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人力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农民工一直以

来都是我国城市社会体系中的弱势群体，经济收入偏低、政治身份尴尬、文化融合困难，经济、政治

、文化获得感均有待提高。因而，在不断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新时代，有关农民工获得

感问题的研究颇具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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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研究进展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

人口迁移理论。17世纪中后期，William Petty（1691）在研究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发展演变时，发

现了劳动力在产业之间进行迁移的现象[1] 1-88。受此启发，Colin Clark（1940）对多国产业结构演

变与产业间劳动力迁移现象做了进一步探究，并由此形成了用以刻画劳动力随产业结构调整而迁移的

规律的“配第－克拉克定理”[2]。之后，Kuznets（1966）从宏观视角总结并解释了人口流动特征[3]。

至于人口迁移的微观原因，Lewis（1954）的研究发现，收入差异是诱致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直接原因[

4]。为解释在城市已经存在失业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市迁移的现象，Fei & Ranis（1961）提

出了预期收入概念，并认为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决策依据是对城乡收入差异的预期[5]。从总体上看

，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尽管人口迁移不能直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但

它却能通过改善既定人力资本利用效率而促进劳动者工资收入提高。也就是说，人口迁移能增加劳动

者的劳动收入，而劳动收入无疑是个体物质、经济层面获得感产生的重要源泉。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两篇里程碑式的文献里，

马克思对人的需要进行了深刻阐述。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具有层次性和复杂性，推动着社会进步和

历史前进；要真正摆脱不公正的社会，就必须满足人类的需要（马克思等，1843）[6] 567-568。马克

思还指出，作为化解国民生活后顾之忧和调节社会收入再分配以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在满足人

的需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其最终目标

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其关注重点应是在初次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因而国家应

通过其特有的强制力，以征收高额税收等方式承担实行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马克思等，1857）[7] 2

8-30。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彰显着这样一个深刻道理：社会保障是满足人的需要

，特别是弱势群体需要的国家工具，具有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作用。因而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社会

保障，无疑能较好地触发人的政治获得感。

社会融入理论。“社会融入”是西方学者在探讨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文化冲突时引入的一个概念，与社

会排斥相对应。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社会融入大体可以分为“同化论”与“多元文化论”两大流派。按照“

同化论”的逻辑，不同族群的外来移民实现文化同化的过程具有差异性，其原生活习俗、社会关系等因

素将影响同化进程，但随着时间不断推移，移民将会逐渐放弃原有习俗与传统，最终与流入地社会融

为一体，实现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然而，同化论无法对美国社会中的多元文化与种族多元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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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合理解释（Gordon等，1964）[8] 85-86，于是Stephen Castles（1998）等提出了“族群多元文化

主义”概念，形成了多元文化学说。该学说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均应被尊重；移入地政府应修订

政策以允许移民保留其生活习俗、文化传统[9] 1。尽管“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在看待移民文化融入

结果时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两者实际上都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融合状态，而文化层面的融合则是不同

群体文化获得感生成的基础。

（二）研究进展

获得感。自获得感在官方文本中提出来后，国内学界开始了对这个新时代历史命题深刻内涵的解读，

凝聚了诸多智慧精华与理论共识。从字面表象来看，获得感是一个新型汉语复合词，由“获得”与“感”

构成；“获得”通常富有“收获、得到”等内涵，具有客观性，“感”则可理解为“感觉、感受”，具有主观性

；那么，获得感也就是客观层面“获得”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充实、满足、愉悦的主观感受（张青卫，202

1）[10]。尽管与幸福感、满意度等西方学界度量民生主观感受的常用概念具有某些相似度，但获得感

彰显着务实与责任，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作为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

主体思想，结合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时代背景提出来的获得感，凝聚了倡导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等

国家意志，彰显着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政治、文化

等多维美好生活需要的执着追求（汤峰等，2022）[11]。

农民工的获得感。目前，学者们对农民工获得感的阐述大都遵循了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体现了明显的“

二维”特性，即从“客观/物质获得”和“主观/精神感受”双重维度进行解读。农民工获得感是指，在城市

工作和生活的原农村籍人员，在经济收入、权益保障、社会关系、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客观获得，并将

其与不同标准进行多维比较后所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曹莹，2022）[12]，因而它是一个涉及农民工

主体性地位尊重状况及其物质、精神文化以及社会认同需要的全面满足与充实程度的综合性概念（刘

长全，2022）[13]。随着农民工获得感研究的不断深化，有学者衍生出了农民工创业获得感等新型学

术概念。农民工创业获得感既包括其创业过程中的物质所得，也包括创业过程和创业结果带来的多维

主观体验，是获得感在农民工创业情境中的具体展现（苏岚岚等，2016）[14]。

获得感、农民工获得感的测度及影响因素。获得感毕竟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质性概念，在实践中如何度

量也就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王恬等（2018）构建了一个包括经济、政治以及民生获得感3个维度

以及家庭收入、社会经济地位等12个指标的量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通过因子

分析法，对我国居民的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与强度进行了测度与分析[15]。杨金龙等（2019）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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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福利待遇等就业质量指标为基础，构建了农民工工作获得感测度模式，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数据（CFPS），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法，探究了年龄、单位类型等因素对农民工工作获得感的影

响与作用机理，得出了农民工工作获得感处于中等水平、高收入农民工群体工作获得感更高、体制内

就业农民工具有更为显著的工作获得感优势等结论[16]。唐有财等（2017）的研究发现，公共事务参

与、企业培训、社会支持、政府扶持等个体、企业、社会与政府行为对农民工的获得感体验具有重要

影响[17]。

综上可知，学界对获得感和农民工获得感的解读及其测度展开了先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后续

深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农民工毕竟不同于农民，也与城市居民存在区别，其获得感的面向

也就表现出了自身特殊性，现有研究并未对其进行综合考量。

（三）研究设计

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参与、城市融入与农民工获得感。作为最具典型性的流动人口，按照人口迁移理

论的逻辑，农民工的乡城迁移是为了获得更高收入或者是因为更高收入预期，因而工作收入可视为其

物质获得感的核心构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体现着社会温度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

保障是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弱势群体需要的国家工具，社会保障及其实施彰显着鲜明的政府意图，

因而用社会保障参与来考察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的政治获得感有其内在逻辑性。社会融入理论的观点

表明，如果能融入城市社会体系、实现市民化，则意味着农民工与城市文化得到了融合，这必然会导

致其文化获得感的增强。因此，本研究将农民工获得感定义为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参与、城市融入并

提出如下假设：

H1：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获得感。

就业质量与农民工获得感。作为综合反映劳动者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就业质量”的概念发端于国际

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体面劳动”强调的是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和有尊严环境下的工作。受“体

面劳动”的启发，学界普遍认为就业质量是一个具有多向度、综合性的概念，是劳动者在就业和职业发

展过程中的具体状态，且不同社会群体的就业质量具有不同表象。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评价不能离开其

低人力资本、鲜明的劳动收入目标等特殊性而过分强调职业能力、职业发展等质量标准。因而，农民

工就业质量是指其工作饱和度、工作稳定性、福利待遇、企业培训、权益保障以及就业扶持等方面的

综合状况。工作饱和、工作稳定是农民工乡城迁移获得和持续获得工作收入的基础，属于物质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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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获得。制度规范是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是员工获得社会保障参与权等合法权益的制度

保障，就业扶持是各级政府促进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就业的专项政策，而就业是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的

基本前提，因而权益保障和就业扶持是农民工政治获得感产生的重要源泉。福利待遇是一种非现金形

式的报酬，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企业培训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提升农民工文化素养，促进其了

解、传承和弘扬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是城市文化的缩影。因而，福利待遇和企业培训能增加农民工

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促进城市融入，提升文化获得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就业质量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获得感。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获得感。“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亲朋、同事、组织和更普遍的联系以及因此产生的

有价值的资源总和[18]。以社会支持、社会互惠、人际信任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资本在个体发展和获

得感产生中具有特殊作用[19][20]。结合农民工的特征，本研究认为除上述三个普遍性的要素之外，

组织化程度、公共事务参与以及社会网络也应是其社会资本的重要考量。社会支持是社会各界向农民

工等弱势群体无偿提供的经济、物质等帮助，社会互惠是基于利益共享的物质、经济互惠等互助行为

，而这些最终都能转化为经济效应，因而社会支持、社会互惠能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进而从物质

维度提升其获得感。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既有利于其提高政治地位，也有利于其依靠组织力量

畅通诉求表达渠道，获得参与社会保障等权益。农民工通过听证会、意见反馈等方式参与公共事务，

并采用合理途径表达社会保障等利益诉求，有利于增进其对政府行为的理解，因而组织化程度和公共

事务参与能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农民工政治获得感。人际信任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关系和谐的基础，两

者关系和谐能促进文化交融、加速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社会网络彰显着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范

围，交往范围越广，越能增进其对城市文化的理解，越能支撑其城市融入，可见人际信任和社会网络

能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而正向影响其文化获得感。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获得感。

农民工获得感假设模型。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可知：农民工的物质、政治以及文化获得感分

别体现为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可操作化为可测量的工作饱和度、工作

稳定性、权益保障、就业扶持、福利待遇和企业培训，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可操作化为社会支持、社会

互惠、组织化程度、公共事务参与、人际信任和社会网络，且均显著影响农民工的物质、政治、文化

获得感。由此，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农民工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的假设模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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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农民工获得感假设模型为蓝本，进行调查问卷设计，以期对农民工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影

响效应、作用机理进行探索。问卷中每个调查题项均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计分，在调查员

解释和指导下由农民工自行评分，如5分表示对工作饱和度很满意，而1分则表示很不满意，其他题项

及其评分以此类推。课题组以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对广东广州市、湖南长

沙市、贵州贵阳市三个地区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选取这三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区位不同地区的

原因主要是力图通过不同样本来源消除经济、区位因素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的局限性。被调查对象均为

在城市务工或经商超过1年，来自建筑工人、工厂工人、保安、清洁工、个体工商业主共5个常见职业

岗位，年龄为18-60周岁的农民工。本次调查发放、回收问卷数量分别为450份和433份，有效问卷为4

28份，其总体回收率、有效率分别为96.22%和95.11%。

（二）统计分析

本研究基于前文所构建的农民工获得感假设模型进行假设检验，选取农民工的获得感作为被解释变量

，选取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有关农民工的获得感、就业质量、社会资本的具

体变量选取及其自评得分情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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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知，农民工的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的得分均值分别是3.46、3.17和3.08，因而以上

述三个题项为表征的农民工获得感的得分值为3.24。相比邵雅利（2019）利用福建省抽样调查数据得

出的5分制下3.68分的居民获得感而言[21]，农民工的获得感水平明显要低得多。

在就业质量维度中，工作饱和度、工作稳定性、权益保障、就业扶持、福利待遇、企业培训的得分均

值分别为3.53、2.95、3.13、3.23、3.42和2.75。显然，工作饱和度得分最高，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

工工作比较辛苦，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具有“多挣钱”的强烈意愿。工作稳定性得分为倒数第二，这说明

农民工的工作更换频繁、预期收入不稳定。权益保障的得分也不高，表明农民工在工作中可能面临着

社会保障参与等正当权益未被重视等问题。就业扶持得分居第三位，但分值不高，表明尽管各级政府

为农民工群体制定了就业扶持政策，但是在政策落实的环节上还有待加强。企业培训的得分是所有可

观测指标中最低的，说明农民工对习得城市文化、融入城市具有较强意愿，迫切希望用人单位能够重

视并改善这一状况。福利待遇的得分接近工作饱和度，表明不少用人单位的福利文化得到了农民工的

认可，使员工体验到了人文关怀。

在社会资本维度中，社会支持、社会互惠、组织化程度、公共事务参与、人际信任、社会网络的得分

均值分别为3.93、3.48、3.19、3.15、3.05、2.95。社会支持的得分最高，说明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

近些年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日益增加的经济物质帮助提升了其对社会支持的认可度。社会互惠

得分居第二位，说明农民工在与城市中的其他群体利益共享的互帮互助中，间接增加了经济收入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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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互惠的认可。组织化程度得分居第三位，但分值不高，表明工会等组织在争取农民工政治地位和

社会保障等合法权益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公共事务参与的得分与组织化

程度大体一致，其原因可能是部分农民工通过听证会等方式参与过公共事务，但参与过程中的政治体

验感并不强、权益保障也存在不足。人际信任得分在该维度居倒数第二位，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工时间

精力有限、城市居民包容性不足以及双方经济地位差异等导致双方互动性不强、文化交融不深。社会

网络的得分最低，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局限于同事、同乡等内卷化群体，社会网络边界极

其有限，缺少与城市居民共同参与文化活动和增进对城市文化理解的机会。

三、实证检验：基于广东、湖南、贵州三省的调研证据

（一）模型设定

因有关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均来自于农民工的主观评分，而且部分变量间有可能存在高度的相

关性，如果采用回归模型法对农民工获得感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就有可能会出现因变量间

多重共线性导致模型估计失真或者参数估计量含义违背基本常识等问题。对此，理想的办法是采用较

为适合处理变量间相关性问题的结构方程模型法（陈昭玖等，2016）[22]。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结构

方程模型法对农民工获得感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公式(1)、(2)、(3)为测量方程，公式(4)是结构方程。y1、y2和y3分别表征农民工的获得感、就业质量

和社会资本。Wi、Si、Ui分别表征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城市融入等15个可观测变量。δ、θ为潜变量

之间和可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ε为残差项。

（二）信、效度检验与探索性因子分析

克服了部分折半法缺点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是调查量表信度评估中最常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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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该系数越大，意味着变量或条目的内在一致性越强。将调查数据输入SPSS22.0，从其“

可靠性分析”功能输出结果可知，此次问卷整体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887，获得感、就业质量和社会资

本的系数分别为0.865、0.901、0.912，均超过0.8，且三者系数值相差不大，这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

内部一致性、稳定性与可靠性（表2）。

接着，利用因子分析法对调查样本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对原始量表的KMO与巴特利特（Bartlett）

球体检验发现，KMO值是0.875，远大于0.7的临界值，说明调查样本的代表性比较强。Bartlett球形检

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214.254，P＜0.01且模型相关系数矩阵的系数值均大于临界值0.4，表明各个调查

样本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该模型的变量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测量结果能较好地表征调查

对象的真实特征。利用主成分因子与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萃取的三个主成分的方差

累积贡献率为76.676%，且各变量因子的载荷系数均大于0.6，表明模型的潜在变量结构效度较好。

（三）模型拟合结果

从信、效度检验与探索性因子分析可知，此次调查数据适合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当然，为确保模

型具有适当性，还须检验其拟合指数以及标准路径系数。根据前文建构的结构方程模型，运行Amos2

2.0软件对图1模型进行数据拟合发现：“权益保障”和“人际信任”指标不显著；“工作饱和度”“社会互惠”

和“组织化程度”指标的标准路径系数大于1且误差项为负，出现了违犯估计，故需对模型作进一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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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MI修正指数并通过渐进式修正方式，逐步剔除上述5个指标后，所得到的模型整体适配性的检

验结果如表3。

（四）模型路径及结果解读

从表3可知，除绝对匹适指标中的GFI和比较适度指标中的TLI两个指标非常接近建议标准值之外，其

他检验指标均达到了理想的水平。因而，经修正后的测量模型的主要指标均具有较好的适配性水平。

从总体上看，前文构建的假设模型得到了较好的支持。软件输出的潜变量和可观测变量的路径、载荷

系数估计结果如表4。

从表4可知，可观测变量的C.R值均大于1.96的临界值，表明可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载荷系数估计

                            ?? 10 / 16



具有较高的显著性。

获得感维度中三个可观测指标对其影响由大至小依次为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相应的标准

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545、0.446和0.375，这说明工作收入越高、对社会保障参与和城市融入越满意

，农民工的获得感就更强烈，假说H1成立。工作收入意味着经济层面的获得，也就意味着农民工的物

质获得。社会保障本身承载着公平、正义以及群体平衡发展等一系列沉重的政治性话题，农民工对社

会保障越满意，证明其政治性获得感越强烈。按照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

点，共同场域形塑共同习惯，共同习惯形塑共同场域[23]，可见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特定场域内的文

化交流将导致双方文化认同，并逐步走向和谐共融，那么农民工对城市融入越满意，其文化方面的获

得感显然会越强烈。

就业质量对农民工获得感的影响强度大于社会资本，路径系数为0.632，假说H2成立。该维度下的工

作稳定性、就业扶持、福利待遇通过了1%的置信水平检验，企业培训通过了10%的置信水平检验。这

表明工作越稳定、就业扶持力度越大、企业培训越到位、福利待遇越好，农民工获得感水平就越高。

其原因可能是：工作越稳定，说明农民工预期和实际收入越稳定，增进了物质获得感；各级政府的就

业扶持政策，既让农民工感受到了政府关怀，也为其通过就业获得社会保障参与权创造了条件，从而

增强了政治获得感。福利待遇好，说明用人单位较为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意味着农民工有更多机会接

受城市文化熏陶，用人单位重视企业培训，农民工就能充分了解企业文化，可见无论是福利待遇还是

企业培训，都有利于农民工通过企业文化这个窗口，实现城市文化认同和城市融入，产生文化获得感

。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获得感的影响强度低于就业质量，路径系数为0.507，假说H3成立。该维度下的社

会支持、组织化程度和社会网络分别通过了1%、5%和1%的置信水平检验。也就是说，农民工获得的

社会支持越多、组织化程度越高、社会网络越宽广，其获得感水平就越高。其合理的解释是：农民工

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意味着其经济状况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物质获得感会进一步增强；农民工

组织化程度越高，社会政治地位越清晰，也越可能通过组织的力量确保社会保障参与等权益的实现，

从而提升政治获得感水平。农民工社会网络宽广，本身就表明其城市融入状况良好，也有利于其开拓

视野并全面习得城市文化，实现文化认同和城市融入，产生文化获得感。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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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结论

以广州、长沙、贵阳三市428份农民工调查数据为分析样本，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社会资本与获得

感为潜变量建构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表明：第一，5分制自我评价下，农民工的获得感均值为3.24分

，提升空间很大；第二，“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融入”三个指标能较好地表征农民工的获得感，

三者均对农民工的获得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强度从大到小依次排列；第三，就业质量、社会资

本均对农民工获得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632和0.507，就业质量的影响强度高于社

会资本。结合“改革要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使人民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等国家

意志，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二）对策建议

第一，着力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首先，地方政府要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现就业等公共

服务的群体均等化，尽快弥合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带来的不公平缺口，切实消除农民工面临的就业

歧视，以就业稳定性的增强提高其就业质量，减少因频繁更换工作而产生的收入损失，进而增强物质

获得感。其次，应运用好就业扶持这一政策工具，出台有利于农民工就业的具体优惠政策及操作细则

，并督促用人单位确保其社会保障等权益的实现，通过政府关怀和权益保障，让其滋生更多政治获得

感。最后，用人单位要认识到福利待遇分配、企业培训既是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企

业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以此为切入点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让农民工能通过企业文化的润泽逐

步融入城市文化及城市社会体系，催生更多文化获得感。

第二，加大农民工社会资本培育力度。首先，在全民共建美好生活的新时代，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

单位等非政府组织一方面要筹集社会资金，通过企业形式的项目活动，为农民工群众增加就业机会和

创业渠道，另一方面要积极动员企业参与慈善活动，并确保慈善资金能落实到农民工群体的发展方面

，间接或直接为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经济、物质扶助等社会支持，增加其物质获得感。其

次，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团组织、工会、妇联、工友家园等组织的作用，将原子化的农民工有效组织起

来，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及时将其利益诉求、愿望、建议集中起来并转达给决策部门，为其表达利益主

张和维护社会保障等权益提供公开和合法的舞台，增强政治获得感[24]。最后，农民工自身要利用休

息时间，通过参与社区文化联谊活动、加入兴趣爱好俱乐部等途径，突破内卷化的社会交往边界，增

加与城市居民的文化互动，增加社会网络这一社会资本的积累，并以此增进文化获得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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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Quality, Social Capital and Peasant Workers ' Sense of Gain

JIANG Weiguo, LI Xiangrong, HUANG Wenmin

 

Abstract:Migrant workers are the main body of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na, but they have always

been a vulnerable group in China 's urban social system, and their sense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cquisi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urgentl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f migrant workers ' sense of gain, a hypothesis model of

migrant workers ' sense of gain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428 sample data from Guangzhou,

Changsha and Guiyang, this paper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sense

of gai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5-point self-evaluation system, the average sense of gain of migrant workers is 3.24

points, and there is a lot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 " Work income, " " social security " and "

urban integration " can better characterize the sense of gain of migrant workers. All thre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ense of gai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impact intensity is

arranged in descending order ; both employment quality and social capita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 sense of gain, with path coefficients of 0.632 and 0.507,

respectively.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quality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social capital. Accordingl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increase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capital of migrant workers,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terial support role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advantag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private non-enterprise units, make goo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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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s of official public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stimulate the

motiv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mselves, so a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 of

migrant workers in all aspects.

Keywords :Employment quality ; Social capital ; Farmers ' income ; Mi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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